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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了治国理政的新局面，例如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例如开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风；例如提出了“四个全面”，对国家治理做了战略层面的新规划。然而在这些备受关注的重大举措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对国家安全做了总体性战略布局：设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颁布实施了《反间谍法》和新《国家安全法》。在这一系列国家安全顶层战略布局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不仅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的指导作用。
内涵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后来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从目前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概括为“四个顶层设计”、“一条特色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

“四个顶层设计”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一条特色道路”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十二个安全要素”是：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

如此内容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对此，习近平指出：“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这一核心理念，是在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立心，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总纲领。
出于迫切现实需要的国家安全观
中国提出并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深刻的现实原因和迫切的现实需要。近年来的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使中国不仅需要比30年前更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把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内容给予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而且需要一种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安全形势可以看到，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比较严峻；到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得相对缓和。在比较严峻的前30年中，国家安全形势比较简单，敌我友比较清晰，是非曲直比较明确，因而可以说是一种严峻而简单的国家安全态势；在相对缓和的后30年中，国家安全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敌我友开始模糊，是非曲直变得不那么明确，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缓和而复杂的国家安全态势。

但是在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30年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又逐渐变得严峻起来，呈现出一种复杂且严峻的国家安全态势。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虽然并没有达到改革开放前30年那种程度，但比起改革开放后30年的情况确实是严峻了许多，这其中既包括以美国战略再平衡或战略重心东移为主要标志的外部安全形势的恶化，也包括以贪污腐败及群体性事件为标志的内部安全形势的恶化。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说明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曾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在2014年4月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又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样一种内外安全形势，要求最高领导层必须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思考和布局，也就需要一种能够统揽全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超出国家安全的国家大战略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30年多年前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已经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应该把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上。这种客观需要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重大背景。对此，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如果说30年前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一定规模的今天，要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安全，保障经济与社会能够继续稳步发展，就必须把国家安全问题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甚至提升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不能不把国家安全作为一重大问题提出来做系统思考、系统论证、系统安排。历史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客观态势，成为在国家大战略层次上提出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迫切需要。
兼顾内外的非传统型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不仅有其现实需要和现实基础，而且也是国内外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在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下本土化的需要，是中国政府多年前提出的“新安全观”发展与完善的需要。

冷战后期开始的新安全模式和安全观念的探索，在冷战后的世界范围内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学界和政界的积极影响。

在中国学界介绍和研究国际上以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为代表的各种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的同时，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了一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是，这一“新安全观”由于只涉及对外安全、国际安全，因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观。在新形势下，要全面布局中国国家安全，就不能局限于外部安全，而必须像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这就需要一种兼顾内外两个方面的总体性国家安全观。

与过去那种局限于外部安全或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足点不只是“外部安全”或“国际安全”，而是兼顾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两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是一种既包括外部安全又包括内部安全、既重视本国自身安全又重视各国共同安全的国家安全观。

也正是由于把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都统一到了国家安全之中，在强调中国自身安全的同时也强调各国的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容纳了中国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而且也吸纳了冷战后期在国际上逐渐形成的以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为主要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思想和观念，吸纳了多年来我国国家安全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思想，吸纳了包括提出“可持续安全”概念在内的我国学界各种国家安全研究成果。

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一种博采众长、兼容并包、发展创新、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